
国际新闻报道的议程建设
——以《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为例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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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王凡、庞旭、桂佩倩、胡夏霖、任道玲整理。

媒体的议程建设（agenda building）和议题注意周期（issue-attention cycle）研

究都认为媒体议程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前者认为，媒体生产的系统性力量虽

不能决定特定日期里的新闻报道状况，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媒体行为，使其注意分配

必然呈现某种偏向 ； 后者则将议题注意视为有一定生命期限的自然物，从发生到沉

寂经历五个或三个阶段。 议程建设研究主要聚焦于政治精英、公关因素和真实世界

的影响上，议题注意周期研究的重点则在于周期性、议题报道的触发事件和相关政策，

有关媒体议程建设的内源性动力过程研究则甚少。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在于，

议程建设研究通常关注短期内媒体议程设置，新闻价值似乎已是构成各个议题被呈现

【本文提要】本文从媒体议程建设和议题注意周期的角度，以 2001-2015 年间 《纽约

时报》头版中国报道为对象，探讨美国媒体在中国新闻报道上的议程建设内源动力机

制。认为媒体对中国国家地位判断是议程建设的首要因素 ；媒体资源的地域配置塑造

议程的整体结构，具体的记者资源配置则影响具体的议程设置 ；重大偶发事件能显著

推高报道量，重大涉美事件和社会领域的社会冲突事件具有头版议程的预测性，政治

经济领域的硬新闻和社会领域的软新闻共同维系着中国议程。进一步的研究尚需扩展

研究时段和研究议题。

【关键词】议程建设 议程设置 议题注意周期 《纽约时报》 【中图分类号】G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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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的充分理由，而相对忽略新闻生产中的系统

性因素 ； 而议题注意周期研究虽然关注议题的

长期演变趋势，但是大多数研究对象皆是已经成

为公共议程的单个议题，忽视媒体议程的竞争性，

即成为议程的议题背后往往是大量未被重视的同

类议题和其他议题，因此在媒体议程的动力机制

解释上也有不足。

本文基本假设是，媒体每日的新闻内容虽然

充满偶然和变动，但是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看，

貌似随机错杂的新闻报道有一定的呈现规律和特

征，媒体议程背后存在一些相对稳定的驱动机制。

本文尝试整合媒体议程建设和议题注意周期的研究

视野，从国际新闻报道的角度，以 2001-2015 年

间《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就媒

体议程建设的内源动力机制进行探析。

一、理论背景和研究问题

议程建设研究“媒体议程的起源”，是议程设

置研究的一个层面， 一些学者将议程设置看作一

个多阶段过程，而议程建设则是第一阶段的议程设

置。 广义而言，媒体议程建设涉及文化环境、消

息来源、媒体间的相互影响、新闻日常规范和惯例，

以及记者个人特征等众多影响因素，把关研究、新

闻编辑室研究、政治传播的诸多研究领域皆与其相

关。不过，媒体议程的重要性在于其对政治决策和

公共舆论的影响，因此，美国相关研究集中于两点：

1. 重要消息来源（如总统、国会议员、公关等）对

媒体议程的影响 ；2. 媒体议程和现实世界环境和事

件之间的关系。两者皆是关注媒体议程建设与外部

条件之间的关系。

美国的研究发现，在消息来源与媒体议程关系

上，政府消息来源对全国性媒体议程影响微弱，

对地方性媒体议程则有较强的影响力——但地方性

媒体对政府议程仍然有专业的选择和判断。 他国

政府公关对美国媒体的相关国家新闻报道的可见性

和报道性质都有显著影响， 在美国国内公关上，

媒体出于经济考量增加了对公关材料的使用，但

仅限于一些特定情况，且通常不支持公关赞助方

的议程建设目标。 在媒体议程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上，一些研究认为媒体议程设置和真实世界状况

背离， 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真实世界的事件和指

标对媒体议程设置有显著影响。 近年我国有少量

议程建设研究，关注点也是在媒体报道与外部环境

的互动以及媒体间议程设置的相互影响上。

媒体议程建设的内源动力研究较少，其中有

广泛影响的是郎氏夫妇关于水门事件的研究。

该研究将议题分为低门槛（low-threshold）和高

门槛（high-threshold）两类，前者极易获得个体

关注，因此会迫使政治精英和媒体关注，后者则

依赖媒体的“议程建设”才能成为注意中心。水

门事件恰是一个高门槛议题，报道伊始少有人关

注，媒体投入大量篇幅和时间对事件进行解释，

才将一个距离公众遥远的事件建设成一个议题。

研究者认为，媒体在议程建设中的作用体现为四

个方面 ：1. 聚焦议题，使其突出出来 ；2. 将聚焦

对象框架化，使其符合某种关注标准 ；3. 在议题

和二级象征之间建立联系，使其成为可被认知的

政治地图的一部分 ；4. 能表达要求的发言人出场。

此类研究从微观具体议题出发， 所关注者是已经

得到媒体重点建设的议题，因此实际聚焦于媒体

议程建设的策略，而非揭示面对众多议题的媒体

在议程建设上的选择性和规律性。

相比之下，议题注意周期研究更能反映媒体议

题的长期演化规律。有关抗议示威活动、全球变暖

等议题的研究都显示美国媒体报道体现出某种周期

性， 我国学者对美国媒体关于中国涉藏议题和环

境议题报道的研究也有类似结论。 议题注意周期

研究主要考察触发媒体报道的外因，仅有少量研究

2019 NO.12（总第442期）| 50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国际传播



对媒体报道的自身因素进行分析，如媒体叙事对议

题注意周期的影响、 媒体报道的结构性选择偏向

等。	Nisbet & Huge 提出“媒体议题发展模型”，

认为记者倾向于根据共享的新闻价值和规范来对政

策进行叙事。不过，总体而言，议题周期皆是对单

一议题的研究，长程考察虽能一定程度上揭示媒体

报道的规律性，却很难揭示众多议题竞争议程的 

状况。

近年一些学者从长程角度研究媒体议程建

设，试图容纳更广泛的议题，提出了一些颇有启

发性的概念和解释。Djerf-Pierre 在对瑞典电视台

50 年环境报道的纵向研究中提出了“元周期”（ 

metacycles）概念， 以和具体的议题周期（issue 

cycles）相区分，前者指整个环境领域议题在 50

年里的重大波动情况，后者指环境领域里的单个

具体议题的波动情况。由于具体议题之间的互动

作用产生协同效应，元周期并非单个议题周期的

简单集合。Boydstun 根据 1996-2006 年间《纽

约时报》头版报道的全样本数据， 认为《纽约

时报》头版议程在逐年的水平上动态均衡，但在

月份和周的水平上常被戏剧性事件中断，媒体制

度化激励、编辑室资源的既定分配方式，以及不

同类型议题的生产模式的累加效应致使头版议程

产生严重偏向。

受此两项研究启发，本文结合议题注意周期

的长程视角和对广泛议题的关注，探讨《纽约时

报》头版中国报道的议程建设内源动力机制。媒

体对具体议题的短时呈现可以看作是对外部条件

的一种反映，对整体议题的长时呈现则应被看作

对众多竞争议题进行注意力分配的结果。这种注

意力分配根本而言仍取决于媒体对其外部环境／

社会条件的理解，但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理解，单

个的即时性的事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本

文将此注意分配机制称为媒体内源动力机制。这

可以拆分成两个问题：1. 从议题竞争外部环境而

言，中国议题作为一个整体，其获得媒体注意分

配的动力源自哪里 ；2. 从中国议题内部结构来说，

维持注意分配的具体因素是什么（因注意总是落

在具体议题上）。

头版报道是媒体建构议题的最重要方式，而

对头版中国报道的全样本分析可以容纳对广泛议题

的关注。具体来说，本文将中国报道整体作为《纽

约时报》头版的一个议题，希望能够回答：1. 中国

议题呈现的整体状况如何，体现了怎样的趋势特征，

其动力机制是什么 ；2. 媒体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因素

对议题呈现有怎样的影响 ；3. 如果将中国议题作为

一个元议题，而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

的具体议题作为子议题的话，那么元议题呈现和子

议题报道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二、样本情况和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纽约时报》在 2001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间的头版中国报道状况。将时间起点放在

2001 年主要考虑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因素：入世

带来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效应，一定

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进入一个新

纪年。《人民日报》在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当天

发表评论，认为入世不仅需要“完善有关法律制度”，

而且“意味着更多的外资涌入，提高政府运作透明

度既是外商所关心的，也是依法行政、加大反腐败

力度的需要”。 在入世十年的盘点中，国内学者

对中国入世影响的评估也远远超出经济层面，认为

“入世”是中国破除冷战思维和重返世界体系的象

征。 国外学者对中国入世的研究也有类似见解，

认为入世启动了影响深远的中国法律制度改革，推

动了政府行政规制变革，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中国政

治和社会变迁。 以 2015 年作为终点主要由于本

研究时间节点的便利，同时从 2001-2015 年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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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间里，美国政府经历小布什和奥巴马两党代表

主政，中国也经历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变迁，

该时间段能较为完整地体现美国媒体报道中国事件

和议题的一般状况。

本文通过 ProQuest 总平台下的“新闻与报纸

数据库”获取《纽约时报》2001-2015 年间头版

中国报道的数据样本。检索方法为 ：以“China”

为关键词在全文搜索，设置“‘A.1’在‘页 -PAGE’

选项”以获得头版报道。对符合检索条件的文章，

再逐一通读全文，去除其中与中国无直接关系者（如

海外华人报道等），以及仅仅提及“中国”，但报道

主体是其他国家的新闻报道，总计获得有效样本

864 篇，其中短消息 4 篇，其余均为深度报道。根

据 Boydstun 的统计，《纽约时报》每日头版报

道量平均约 8 条，那么中国新闻在《纽约时报》头

版总报道量中约占 2%，平均每周约 1 篇报道。 

为方便对报道子议题的分析，本文在按常规

逐年统计报道量之外，还将所有报道按领域划分为

四类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每个领域涉及的

具体主题见表 1。对于一部分主题复杂、跨多个领

域的报道，则以报道的主要特征进行归类，如一篇

经济为主的报道同时涉及文化，则归类于“经济”。

在四个报道领域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

的报道量分别占总量约 35%、26%、32% 和 8%，

即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是报道重点。本文还

对四个领域的子议题情况进行了分类统计。根据历

年《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的具体情况，政治领

域的子议题被划分成“中美外交活动和言论”、“偶

发事件”等 11 项，经济领域的子议题被划分成“产

业发展”、“国际影响和国际贸易”等 8 项，社会领

域的子议题被划分成“越轨现象”、“社会冲突事件”

等 13 项，文化领域的子议题被划分成“奥运／体

育”、“言论审查”等 8 项。

在媒体对议程的强调和突出上，本文设置“长

篇报道”和“重点议题”两个指标进行考察。《纽

约时报》日出刊 100 多个版面，在数百成千的国

内和世界议题中，头版议题竞争十分激烈。长篇报

道带来“议程阻塞”（agenda congestion），报道篇

幅对头版议程安排的影响显著。“重点议题”则以

密集报道体现出媒体对相关议题的重视。《纽约时

报》头版中国报道单篇文章篇幅平均 1500 字（英

文）左右，综合考虑其每篇文章实际字数和篇幅比

例，本文以单篇报道字数在 2200 字以上者为“长

篇报道”，共 92 篇，占全部样本数约 11%。对同

一原生事件及其后续进展的报道，或对同一类型现

象的报道，在同一年度头版报道数量在 3 条或以上

者，被本文认为是《纽约时报》设置的“重点议题”，

共 53 个议题，合计报道量 330 篇，占全部样本数

约 38%。

在媒体资源配置上，本文重点考察两个因素 ：

发稿地点和记者安排。“发稿地点”根据《纽约时

报》数据库稿件篇末提供的信息，以第一发稿地点

进行统计。2015 年的稿件除少数篇目外，“发稿地

点”大多笼统标注为“中国”、“中国 美国”或“美国”，

和其他年份没有可比性，因此没有纳入统计分析。

“记者安排”着重考察头版发稿量较多的核心记者

情况。核心记者的筛选标准为 ：在本研究时段内，

领域 涉及主题

政治

1.内政外交：政策制度、国家治理；官员行为、官员交往
关系和社会背景；民族动乱；政治异见；我国政府与美国
及其他国家交往和行动等；
2.军事：涉及我国的军事行动和规划。

经济

1.国内经济：经济政策和人物、市场动态分析、劳工与企
业关系、商业机构及其利益分析、产业发展、城市发展；
2.国际经济：中美贸易、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
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动等。

社会

1.以一般社会现象和问题为主题的报道，如环境、医疗卫
生食品、司法、三农问题等；
2.以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犯罪为主题的失序冲突报道，
其中，民族动乱虽属社会，因其政治性强，归入政治类；
3.自然灾难和人为事故；
4.有关人权保护、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意识形态色彩较
强的社会主题。

文化 科技、教育、体育、艺术、传媒出版。

表 1  各报道领域所涉及主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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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个或以上年份单年发表 5 篇或以上头版报道

的记者，共有 10 位（包括一位驻美但是有较多中

国报道的记者）。另外添加 Elisabeth Rosenthal，她

于 1997-2002 年间驻京，在本研究时间段内的报

道仅有两个年份，但其头版总报道量较高，故而列

入。这 11 位核心记者采写的头版报道 482 篇，占

全部样本约 56%。

三、国家地位判断 ：议程建设的首要动因

关于美国媒体国际新闻的报道机制，曾有诸

多学者从新闻选择的角度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

预测指标。相关结论大体可以分两组，一是从事

件特征的角度，认为国际新闻报道的影响因素主

要有四个，即国际事件相对于美国常规的偏离状

况、事件与美国的相关性、事件引起社会变迁的

可能性和事件与美国的地理距离 ； 一是从国家

特征的角度，则影响他国在美国媒体可见性的因

素主要有五个 ：地理接近性、双边贸易量、美国

军队部署、人均 GDP 和人口。 从《纽约时报》

头版 15 年的中国报道情况来说，其中国议程建设

的首要动力来自于对中国国家地位判断，重大事

件能推高单年的报道量，但不改变其对中国议题

的基本关注情况。

15 年里《纽约时报》逐年报道量虽然有起伏，

但总体稳中趋升（见图 1）。2001、2008 和 2012

这三个年份的报道量形成比较明显的节点，其中

2001 和 2008 两个峰点之后报道量均有明显回落，

而 2012 年与其后年份的报道量并没有显著差距，

从2012-2015连续四年都维持在70篇以上的水平。

以三个节点年份为界，其中国报道大致可以划分为

三个阶段 ：2001-2007 年为第一阶段，年均报道

量为 45 篇 ；2008-2011 年为第二阶段，年均报道

量为 59 篇，较前一阶段有明显上升，大体相当于

15 年间的年均报道量 ；2012-2015 年为第三阶段，

年均报道量为 78 篇，其对中国的关注度整体提升，

而非偶发事件影响的结果。

2001 年单年报道量反常居高，和其后六年的

数据均拉开显著差距。导致异常高值的首要原因是

该年 4 月的南海撞机事件和美国利益直接相关，相

关头版报道数量高达 25 条。另外，该年还有 7 条

有关中国农村艾滋病感染状况的报道，如果去除这

两个议题的报道，2001 年头版中国报道数量为 40

条，与其后年份相差并不大。2003 年报道量较高

的主要是 SARS 疫情，各角度的相关报道共 18 条。

此外，2002 年报道量是历年中最低者。总体而言，

2008 年以前，《纽约时报》头版对中国的关注度平

稳增长，去除“中美撞机事件”和“SARS 疫情”

这两个在中美之间和国际上有巨大影响力的重大突

发事件，其报道量保持相对稳定。

影响 2008 年报道量的重要事件分别是 ：西藏

3·14 事件（12 条报道）、5·12 汶川地震（12 条

报道）和北京奥运会（18 条报道）。密集的重大突

发事件和国际赛事使头版中国报道量大幅度跃升，

并和前一阶段拉开显著差距。后续三年中虽然再无

如此密集的重大事件，但仍然维持相对较高的年报

道量，因此，从总体上看，2008-2011 年间的报

道量也呈现比较稳定的增长趋势。

2012 年报道量 77 条，较前一年骤增 3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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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并非完全由重大事件带动。该年两个重大突发事

件合计报道量为 23 条，不能解释其年报道量大幅

增长。从政治环境来说，该年是中美政府换届年份，

美国由奥巴马连任，实际政治影响并不大，相比之

下，中国政府换届可能更重要，不过，如果与十年

前中国政府换届时的报道情况相比较，可以发现中

国政府换届并不必然会带动年报道量上升，且其后

的三个年份（2013、2014、2015）的年报道量都

维持在同等的高水平，因此，2012 年及以后的报

道量攀升并不取决于单一因素，而是中美政治经济

关系和国际利益格局变迁的结果。

从所报道议题情况而言，《纽约时报》头版中

国报道的重点议程在于时效性不强的现象，而非时

效性很强的突发事件，其中，没有明显时效的社会

领域议题是历年报道的重要板块，因此，事件特征

并不是预测其中国议程的有力因素。

以“长篇报道”和“重点议题”这两个媒体

重点议程设置的指标而言，“长篇报道”与年报道

量的相关系数为 0.38，为中等相关 ；“重点议题”

与年报道量的相关系数为 0.80，为强相关。 也就

是说，《纽约时报》头版稳定的中国议程与媒介的

重点议程设置息息相关。在 92 篇“长篇报道”中，

除 5 篇是事件性报道外，其余皆是现象类报道 ；在

53 个重点议题中，18 个由单一事件驱动，35 个是

对许多同类事件的现象报道。

在时效性不强的现象类议题中，议程设置的

重点是是社会领域议题，其次是政治领域议题，再

次是经济领域议题，而文化领域的议题相对不重要

（见表 2）。本文切入研究的时间段以中国经济迅速

发展为基本背景，2001 年底的中国入世和 2008 年

的美国金融危机都使中美经济关系备受瞩目，在此

背景下，经济仍然只是《纽约时报》的次要议程，

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纽约时报》即使对短期现

时的利益有关注，但对其报道议程设定并不具有决

定性影响。

再从国家特征的五个因素来说，在本研究时

段里，中国报道的有利因素在于“人口”和“双

边贸易量”。 但是，横向比较其他研究显示，自

1950 年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纽约时报》头版对

中国有稳定的高关注，并不受双边贸易量影响，

且这种关注也并非其时美国其他媒体的普遍共识。

也就是说，《纽约时报》之所以有较为稳定的中国

报道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报对中国重要性有

稳定的认知，而非取决于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即时

性因素。

琼斯（Jones）等人的长程研究显示， 在

1950-2006 年的 50 多年里，中国报道量始终居《纽

约时报》国际新闻报道国家的前五之列，且总体处

于持续上升状态。相比之下，NBC 的中国报道则

由冷战期间的排名第五下跌到后“9·11”时段的

前十名之外。从国际新闻报道的五个国家特征因素

来说，在琼斯等的研究时段里，中国唯一有利因素

只有“人口”一项，而单一因素并不能保证中国总

是获得较高可见性。

笔者对美国知识分子杂志《大西洋》月刊

2001-2015 年中国报道研究显示，中国议题在

2004 年以前完全不被关注，2006 底开始才有关于

中国社会经济领域的报道。这说明美国知识界在

2006 年之前很少关注中国，而《纽约时报》同期

却始终保持对中国较高程度的关注。综合起来可以

推论，《纽约时报》头版的中国报道很大程度上来

自该报的独立判断，而较少受到显在的外部因素的

影响。

领域 重点议题（个）／报道量（篇） 长篇报道（篇）

政治 15／ 64 11

经济 8／34 23

社会 11／ 59 41

文化 1／3 12

表 2  纽约时报头版重点议程设置的领域情况

2019 NO.12（总第442期）| 54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国际传播



《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最为关注的是社会

领域，除 SARS 疫情等少数题材，绝大多数社会领

域题材皆是中国国内议题，和美国社会并无勾连，

也鲜少国际影响力，这说明《纽约时报》对中国的

社会发展和变迁情况有稳定的兴趣，是维持其稳定

关注量的基础。

分析各年份报道具体内容构成可知（见表 3），

社会领域是历年报道之最重要者，大致占年报道量

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在 2012 年以前，社

会领域的报道量经常显著高于政治领域，明显高于

经济领域或与之持平 ；2012 年社会领域报道反常

降低，是历年报道量中最低者，但其后三年的报道

量恢复到原先水平，和经济领域报道量大体持平，

但落后于政治领域。

综合上述情况可见，《纽约时报》头版中国议

程并非受偶发事件驱动，也很少受到中美双边关系

中的即时性因素影响，其对中国稳定的高关注度很

大程度上来自该报对中国自身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

的兴趣，而这从根本上来说，其实是《纽约时报》

对中国国家地位有较为稳定的判断，故而才会对中

国社会发展脉络和趋向保持高度关注。

考察“长篇报道”和“重点议题”所涉及的

22 个事件可知，《纽约时报》重点报道的事件具有

如下特征 ：1. 涉美严重事件，特别是涉美公民和企

业雇员在华人身安全事件，在所有 10 个涉美事件

中，此类别事件有 4 个 ；2. 强意识形态属性的宗

教人权和民族事件，共有 5 个 ；3. 举世瞩目的重

大灾难事件和仪式性事件，共4个，包括SARS疫情、

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和马航失联事件。其余 3 个

为中国国内事件，分别为社会冲突、政治事件和重

大事故。在研究时段里，中国有多起类似规模和影

响的事件，皆未成为重点设置议程，因此不能用于

稳定地预测其对《纽约时报》头版的重点议程设置

的影响。

总之，《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议程建设首

先取决于媒体对中国国家地位重要性的判断，在

此判断之下，中国议程在头版取得稳定地位的因

素在于两方面 ：1. 在中美政治和经济关系无重大

动态时，与中美外交无涉的社会领域题材成为其

中国议程的稳定内容板块 ；2. 媒体通过重点议程

设置来维持其头版中国议程地位，议程设置的重

点在于时效性不强的社会和政治议题，在时效性

强的事件中，只有涉美严重事件、强意识形态属

性事件和举世瞩目的事件可能成为《纽约时报》

头版的重点设置议程。

四、地域和专长 ：资源配置的系统性偏向

在商业媒体环境中，媒体自设议程并非单纯

出于意识形态和议题认知的决策，而是极大程度

上受到经济利益条件的约束，其中重要的限制条

件就是新闻生产成本和竞争对手的可能行动，因

此，“资源分配”和“媒体竞争”也是影响议题

呈现的重要原因。 媒体新闻生产成本极其高昂，

一般通过建立信息分享网络来减少记者搜索和获

取信息的成本 ；另一个办法就是条线报道，分配

记者专业从事狭窄领域的报道，从而可以在较低

年份／领域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总计

社会 22 9 23 12 20 14 17 36 13 23 16 9 20 21 22 277

政治 45 5 10 7 10 14 9 19 16 11 12 47 26 35 34 300

经济 2 4 12 15 17 13 20 10 19 25 10 17 19 13 26 222

文化 3 3 3 0 2 5 1 13 3 5 5 4 14 4 0 65

表 3  2001-2015 年间《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新闻各领域报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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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下保证新闻产出量。 信息网络和条线报

道都意味着记者对固定地域和固定消息源的依赖，

强化了某些类型的报道内容而忽略了其他内容。

“媒体竞争”意味着媒体会尽量成为重要新闻的首

先报道者，如果不能，则媒体可能有两种反应，

一是完全忽略该议题，二是如果议题足够重大不

能忽略，则会设法寻找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处理。

由于“媒体竞争”涉及对不同媒体报道情况的同

期比较，且《纽约时报》在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

报道中居于领先地位，有为美国其他媒体设置议

程的能力， 因此本文不做研究。

在媒体资源配置上，既往研究比较关注媒体

在所谓信息“中心机构”（如法院、市政厅）的人

力部署情况， 但在国际新闻报道上，由于驻外记

者人数有限，资源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地域空间

和记者自身专长这两方面。记者的职业生产和地域

的联系十分紧密，活动地域决定了能结识的人脉关

系，也决定了其所能关注的议题状况，尽管没有条

线分配的驻外记者有更大的行走空间，但有驻外记

者的城市和地区必然受到更多关注。此外，记者本

身也是媒体重要的资源，一个有经验的记者到来或

离开常常意味着某一类议题在媒体上存在或者不存

在，例如，一个《华盛顿邮报》的金融记者临时被

安排其他工作，原来的位置空缺数月，就会导致无

人报道金融议题，进而读者就会相应地认为这些议

题没有前段时间重要。 一般来说，派驻国外的记

者资历较深，有较为丰富的采写经验，通常在某个

领域形成一定的报道优势， 但因为驻外记者人数

限制，媒体无法像国内新闻那样按条线配备记者，

因此，驻外记者自身的专长对报道议程的影响尤其

被放大。

本文从“发稿地点”和“记者安排”这两个

角度来考察《纽约时报》中国报道的资源配置情况，

并分析其与媒体议程的关系。

《纽约时报》在中国常设三个记者站 ：北京站、

上海站和香港站，其中北京站规模最大，香港站覆

盖大中华区报道，特别是因为地理临近而覆盖广

州和深圳的报道。本文对《纽约时报》2001-2014

年间所有头版报道的发稿地点的统计分析显示，发

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这五个大都市的

报道占全部头版报道的 43%，其中北京又是最重

要城市，占全部头版报道的 28%，而发自 5 城之

外中国其他城市和地区的报道仅占 23%，发自中

国以外城市和地区的稿件占 25%，未注明发稿地

点的稿件占 9%。也就是说，尽管《纽约时报》在

中国设置三个记者站，但是头版报道资源严重倾斜

于北京。

14 年总计，“北京”报道占“5 城”报道总量

的 65%。“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城市，在中

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虽然得到比广州、深圳

和香港更高程度的重视，但是 14 年中发自“上海”

的头版稿件总量只有 49 篇，约占 6%，在“5 城”

总发稿量中也只有 15%。从发稿地点的这种严重

倾斜状况可见，《纽约时报》头版虽然很重视有关

中国的经济报道，但是，“经济”并非其首要议程，

这也从一个侧面支持了前文从重点议程设置角度的

分析结论。

为了更清晰地展现不同“发稿地点”稿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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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历年变迁状况，以及彼此之间所占比例的相互

关系，笔者将历年发稿地点为“北京”、“5 个主要

城市”、“国内其他地方”和“国外”的稿件所占年

报道量比例情况制作成图（见图 2）。

从图 2 可知，尽管 14 年中《纽约时报》头版

中国报道量总体趋势攀升，但是“北京”发稿量在

历年报道总量中所占比例基本不变，除了 2008 和

2012 年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 36% 和 40%）外，

其他年份的比例一般在 20%-30%。北京作为政

治中心城市，不仅是政治新闻聚集地，也是各种社

会议题的决策之地，因此，“北京”作为发稿地点

的稳定比例大体显示了《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

对社会政治议题的稳定关注。另一个相对稳定的指

标是“5 座城市”作为发稿地点的报道在年报道量

中所占比例，14 年间的最高比例是 57%，最低是

32%，平均为 43%。可见，《纽约时报》头版中国

报道重点关注的是中国的几个大都市，且 14 年间

整体趋势不变。

14 年中报道比例发生明显变化的是“国内其

他”和“国外”这两个指标。发稿地点为“国内其他”

的报道在 2001-2011 年间保持大致稳定，最高比

例为 2004 年的 35%，最低为 2007 年的 17%，

这 11 年间的平均比例为 27%。但是“国内其他”

表4 《纽约时报》中国报道11核心记者本研究时段内基本情况

记者（中文名） 地点 驻华时间 专长 总计头版篇数 5篇头版年数

Andrew Jacobs（杰安迪） 北京 2008-2015 社会政治 62 8

Edward Wong（黄安伟） 北京 2008-2015 社会政治 58 7

Sharon LaFraniere 北京 2008-2012 社会政治 20 3

Joseph Kahn 北京 2003-2008 社会政治 55 5

Jim Yardley（杨金新） 北京 2003-2008 社会政治 47 4

Erik Eckholm 北京 2001-2003 科学环境 24 3

Elisabeth Rosenthal 北京 2001-2002 健康医疗 22 2

David Sanger 美国 ／ 国际关系 42 4

David Barboza（张大卫） 上海 2004-2015 经济 57 9

Howard French（傅好文） 上海 2003-2008 社会 34 3

Keith Bradsher 香港 2002-2015 经济 61 7

注：根据维基百科英文网站、《纽约时报》官网和中英文人物访谈材料整理

所占比例在 2012 年突然大幅下跌，从前一年的

26% 跌至 16%，且接下来的两个统计年度持续

下跌至 10%。巧合的是，“国外”发稿所占比例

也以 2011 年为界分成两段，2001-2011 年间的

比例大体稳定，但 2012 年“国外”发稿量比例

骤升至 27%，并连续三年保持升势至 2014 年的

44%。“国外”和“国内其他”这两组指标的变

动呈现负相关的关系。结合具体的报道议题情况

可知，发稿地点为“国内其他”地区的稿件绝大

多数是有关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冲突题材的报道，

包括历年策划的关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系列报道。

发稿地点为“国外”的稿件绝大多数是涉美或国

际关系领域的议题。因此，“国外”和“其他地域”

这两组指标的变动情况可以说明，大约从 2012

年开始，《纽约时报》缩减了对中国社会变迁议题

的关注，而增加了对中国涉美关系和中国国际关

系议题的关注。从实际报道情况来说，2012 年及

以后，政治领域报道显著增加，其中尤以中美关

系和中外关系议题最为显著 ；有关社会变迁领域

的报道从绝对报道数量来说并无下降，但在年报

道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所占份额明显下降。

综上所述，从“发稿地点”的角度，《纽约时报》

的头版中国议程重点关注中国的 5 个大城市，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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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心的北京尤其重要，以其为发稿地点的报道

量超过其余 4 个经济城市的总和，此种资源配置使

社会政治议题成为中国议程的核心。大约从 2012

年开始，随着“国内其他”地区的发稿量占比下降

和“国外”发稿量占比上升，社会变迁领域的题材

关注度有所下降，并加强了关于中国国际关系领域

题材的报道份额。

在驻华记者安排与议题呈现的关系上，本文

通过对中国报道 11 位核心记者的驻华时间关系并

结合其报道专长进行分析。表 4 是 11 位记者的驻

华时间、地点、专长和报道基本情况。

从表 4 的核心记者安排情况可知，《纽约时报》

驻上海和香港的记者长期保持稳定，报道专长皆

为“经济”领域，与所驻城市特征相匹配。从实

际报道情况，张大卫擅长做微观经济领域报道，

做过诸多产业报道和经济社会交叉领域的报道 ；

而 Keith Bradsher 擅长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金融

分析，也做过少量产业报道。傅好文曾在 2003-

2008 年间驻上海，不过他主要报道上海和中国南

方地区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事件。驻北京记者

数量最多，且变动不居，除早期的 Erik Eckholm

和 Elisabeth Rosenthal 是以“科学环境”和“医

疗健康”报道见长外，其他记者专长皆是综合性

的社会政治领域报道。从此种人事安排也可以看

出，《纽约时报》北京站的主要报道意图在于社会

政治领域。

从实际报道来看，驻京记者不论专长如何，

皆需承担社会和政治领域多种类型子议题报道工

作。即以 2001-2003 年间驻京的两位记者为例，

Erik Eckholm 是《纽约时报》资深环境记者和科学

编辑，曾出版过三本有关全球环境问题的著作，但

其在研究时段里的报道议题包括中美撞机事件、劳

改制度、中国高层政治等。Elisabeth Rosenthal 曾

获哈佛医学院医学硕士学位（M.D.），并在医院急

诊部兼职工作 5 年，于 1994 年进入《纽约时报》

成为科学记者，主要报道健康和医院新闻，其在研

究时段里的报道议题包括中美撞机事件、宗教、农

村冲突事件等。

尽管如此，记者的专长和知识经验仍然对中

国议程具体状况有深刻影响，人事更替也对议程

呈现产生明显影响。例如，“医疗医药疾病”是《纽

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的常设子议题，在 11 个年

份中均有相关报道，但是 2001 和 2002 年间所有

9 篇有关“中国艾滋病感染扩散”议题的头版报

道皆出自拥有医学硕士学位的 Elisabeth Rosen-

thal 之手，可以说，在艾滋病报道这个狭窄领域，

如果没有专业记者驻京，该议题可能不会获得这

么高的国际显著度。在 Elisabeth Rosenthal 结束

驻华后，“医疗医药疾病”子议题下再无类似影

响力的议程。2003-2008 年间驻京的两位记者

Joseph Kahn 和 Jim Yardley 在中国议程设置上也

具有类似影响。他们联手策划了《纽约时报》关

于中国社会变迁最重要的系列报道，包括环境污

染和自然环境保护、农民工处境、司法实践问题

等。2006 年 Joseph Kahn 和 Jim Yardley 以关于

中国法治的系列报道获得普利策国际新闻奖，也

极大地扩展了中国议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两位

记者 2008 年离开中国后，《纽约时报》头版多年

没有对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度系列关注，直到 2013

年 Ian Johnson 推出一组 4 篇关于“城镇化政策”

的系列报道，但其影响力比不上 Joseph Kahn 和

Jim Yardley 的系列报道。

Andrew Jacobs（杰安迪）从 2008 年开始

驻华，8 年时间里写了 62 篇头版报道，几乎包括

这个时间段里中国社会和政治冲突领域的所有重

要题材，包括众多强意识形态属性事件，这与他

个人经历有一定关系。在接受英文媒体访谈时，

杰安迪提及自己上世纪 80 末年代在武汉做英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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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时亲身经历抗议运动的状况，他对中国社会政

治领域冲突事件的高度关注与这段经历有一定关

联。Keith Bradsher 的中国经济报道可以说明《纽

约时报》的中国报道并不必然具有意识形态偏见。

Bradsher 大学主修经济学，在研究时段内共负责

61 篇头版报道，在 11 名核心记者中其头版报道

量位居第二，可见《纽约时报》对他的重视。几

乎他的所有头版报道皆是经济领域议题，由于专

业知识兼中国亲身经验，一方面，他许多时候对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和产业发展的认识和报道甚至

领先于中国的本土媒体 ；另一方面，他又能超越

西方一般舆论而对问题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和分析。

仅以其 2009 年一条关于中国稀土问题的报道来

说明。 这篇报道的国际舆论背景是，2008 年 4

月中国工信部发布草案计划停止所有重稀土出口，

西方政府和公司对此反应强烈，担心中国的垄断

地位对其未来技术发展形成潜在束缚，美国国会

为此下令军方研究替代性方案。Bradsher 没有遵

从国际舆论的这种担忧和指责，而是将报道重点

放在中国稀土资源滥采所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

以及中国稀土的非法开采和严重的非法出境上，

这也相当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政府限制稀土出口

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据笔者检索，国内最

早的相关报道迟至 2010 年 3 月才出现。

上述分析表明，在头版中国报道上，《纽约

时报》记者资源配置上的系统性偏向确实影响了

其具体的报道议程，前者决定了《纽约时报》头

版中国议程主要受社会和政治议题驱动，有关中

国经济的各种议题居于次要地位，记者自身的报

道专长和知识经验在中国议程的具体议题设置上

有重要影响。

五、子议题的构成

在元议题和子议题的关系上，相关研究都认

为有一些固定类型的子议题维系着整体的报道议

程，但是具体的子议题则随研究对象的不同而不同。

在环境议题的研究上，皮埃尔认为，灾难事件、丑

闻事件、警报性信息和争议话题等四类子议题是维

系元周期的主要因素，但因为子议题之间相互作用

在关注模式上形成各种协同效应，元周期并非子议

题周期的简单集合。	 Boydstun 则将影响《纽约

时报》头版议程的事件分为三类 ：维系性的“面包

黄油”事件（如天气、体育）、惯例性的定期事件

（如选举）和突发性事件，其生产模式各有不同但

协同作用使头版各类议题常年保持均衡且呈现高度

偏向。 两项研究皆表明，有明显时效的突发性事

件虽然随机偶然发生，但在维系元议题周期和《纽

约时报》头版议程构建中皆有显著影响。因此本部

分将首先分析此类事件与议程建设的关系，而后再

从硬新闻和软新闻的角度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和

文化四个领域子议题分布情况，及其对整体议程建

设的影响。

（一）偶发事件的影响

由于政治、经济领域的很多时效性事件在被

人们广泛关注之前皆有一定的前期进程，并不像社

会领域里的许多突发事件那样瞬间发生，所以本文

将此类时效性事件统称为“偶发事件”。社会领域

里的偶发事件众多，且彼此间有较大的性质差异，

本文将其细分为“灾难事件”、“人为事故”、“社会

冲突事件”和“意识形态事件”四个类别。文化领

域的“事件活动”都是早早定期安排，不能和其他

三个领域的“偶发事件”同等考量，且一共只有 3

篇不同事件的报道，故而不纳入分析。

单纯从报道量而言，“偶发事件”在政治、经

济和社会这三个领域里都是报道量最高的议题类

型，但对各领域议程的具体作用方式不同。社会

领域里具有头版议程预测性的是报道量较低的“社

会冲突事件”；重大灾难事件能推高年报道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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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头版议程的预测性，且同类题材在议程设

置中有衰减效应 ；政治领域的重大涉美事件能显

著推高报道量，且具有头版议程的可预测性 ；国

内政治偶发事件则能推高报道量，但不具备头版

议程可预测性 ；经济领域通常只有涉美事件才能

进入头版议程，具有可预测性，但相对而言报道

量不高。

偶发事件是社会领域的报道重点，四个类别

合并共 90 篇报道，占社会领域全部报道量的三分

之一。不过，四个类别里报道量最高的“灾难事

件”（共 39 篇）不能作为类型事件来对头版议程

进行预测。一是被报道的事件十分稀少，15 年里

仅有 4 个事件进入头版，其中，SARS 疫情和马航

失联事件皆具有国际性，真正的国内灾难性事件只

有两个。二是被报道的国内灾难事件皆是地震议题，

并显示了同类题材议程设置的衰减效应，2008 年

汶川地震有 13 篇头版报道，2010 年玉树地震只有

1 篇，而 2013 年雅安地震则没有进入头版。社会

领域里能得到稳定关注的事件类型是“社会冲突事

件”，共 27 篇报道，虽然单个事件的报道量不高，

但是 10 个年份里皆有此类型议题，说明其更易进

入头版议程。“人为事故”和“意识形态事件”的

报道频率较低，但也较“灾难事件”更易进入头版

议程。

政治领域里的重大“偶发事件”分布于 6 个

年份，共 10 个事件 74 篇报道，其中，国内政治

事件 2 个，涉中美关系事件 8 个。仅有 2 个同类

型的国内事件进入头版，且有明显的议程设置衰

减效应，可见国内政治偶发事件不能作为头版议

程的预测依据。相对而言，中美关系事件更易进

入头版议程，重大事件能显著推高报道量，同类

型事件没有衰减效应，因此，具有议程可预测性。

“黑客入侵”议题是典型案例。2013 年《纽约时报》

曾用 11 篇头版报道中国黑客侵入美国网站，其

时主要还是作为民间社会事件来处理，2014 年和

2015 年则从两国政治的角度分别有 4 条和 5 条报

道。报道的政治转向固然有网络攻击目标转向政

府网站的原因，但同主题反复出现，且报道量不减，

可见其重视程度。

经济领域里相对来说较少有明显时效的非预

期事件，因此，“偶发事件”报道比较分散，分布

于 8 个年份共 49 篇报道，单个事件的报道量不如

社会和政治领域突出。被报道的主要是涉美事件，

如 2005 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事件、2010 年谷歌

退出中国事件、2012 年苹果推动中国代工厂改革、

2015 年股市动荡和人民币贬值。涉美知名企业的

事件都有较高报道量，同类型事件具有议程可预

测性。

前人研究发现，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以

政治经济方面的硬新闻为主，较少报道软新闻 ；

更多报道破坏性事件，但相对较少报道诸如地震、

政变之类的突发事件。 美国驻外记者对国际新

闻质量的抱怨之一就是认为编辑对外国趋势性的

报道更感兴趣，而比较忽略突发事件。《纽约时报》

头版中国议程的“偶发事件”报道状况部分印证

了这些结论 ：除极少数戏剧性事件外，中国的重

大灾难和政治时效性事件都不能进入议程，国内

社会冲突事件和涉美事件是中国议程的稳定预测

因素。

（二）软新闻和硬新闻的构成

《纽约时报》作为著名精英报纸，其头版文章

都是通常意义上硬新闻之属。这里采用硬新闻和软

新闻的概念划分，主要考虑其头版中国议程既有大

量涉及中美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题材，也有不少与美

国内政外交皆无关的纯粹中国国内事务报道。相对

而言，前者偏硬，后者偏软，本文希望通过这组概

念分析除“偶发事件”之外的其他类型子议题的构

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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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涅曼（Reinemann）等人曾以话题的“政治

相关性”作为主要依据来区分硬新闻和软新闻，

但是对于国际新闻来说，情况有不同。国际新闻为

他国事件，即使在本国是至关重要的硬新闻，对美

国受众而言，大多数时候也仅是了解远方故事和增

长知识，只有与美国内政外交利益相关的国际新闻

才是硬新闻。因此，本文将与美国内政外交利益高

度相关的中国新闻划为硬新闻，相关度不高者则为

软新闻。

根据这个标准，政治和经济领域各项子议题

大多是高政治相关的硬新闻，社会领域绝大多数是

跟美国政治相关度低的软新闻，而文化领域则是硬

新闻和软新闻各居一半。

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头版议程共同之处在于高

度关注中美关系和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影响。

除此而外，政治领域的重点议程是对中国高层政治

的分析性报道，经济领域则是对中国的一些产业发

展状况进行分析，大多跟美国产业发展和社会经济

联系较为紧密。政治领域里的常设子议题（一半以

上年份有报道）有 6 项 ：中外关系、中美外交活动

言论、中国高层政治、军事、政治会议政策立法和

社会政治，其中仅“社会政治”子议题属于软新闻，

报道国内一般政治动态，如较低层级的官员腐败案

（2007 年）、民众反日情绪（2005 年）等，跟美国

政治相关性低。其他一些报道频率不高的子议题，

如“政治异见”、“香港”、“民族”、“台湾”等虽为

中国内务，但是美国人权外交政治的重要关注点，

也是高政治相关的硬新闻。经济领域里常设议程皆

是硬新闻，只有报道频率较低的“企业故事”是软

新闻。

社会领域里常设议题“越轨现象”和“一般

社会现象”各有 37 和 35 篇报道，两者合并占全

部社会领域报道量约 26%，皆与美国政治无关。

前者指偏离美国社会一般规范，但是没有在中国

引起激烈冲突性事件的现象，如拐卖儿童现象、

农民上访被精神病等，此类报道即是通常意义上

对中国社会现象的“负面报道”；后者指对社会风

俗习惯和时尚流行现象的报道，如蚁族现象、年

轻人追韩风等，通常不涉褒贬。其他常设子议题

有“三农问题”、“医疗医药疾病”和“环境”，前

两者皆是软新闻之属 ；“环境”是重要的国际政治

议程，理应属于硬新闻，不过国际环境议题的关

注重点在于全球气候变化，而“环境”子议题下

的报道主题是工业污染、工程建设的后果等，属

地域性的环境问题，因此不能归入硬新闻之列。

在报道频率较低的子议题中，除“食品药品安全”

部分主题因涉及出口美国而属于硬新闻之外，其

余皆是软新闻。

文化领域的常设议程皆是硬新闻，跟美国政

治社会有各种联系，如“言论审查”、“科技科研

进展”等，一部分体育赛事报道也兼涉政治。软

新闻主要体现为各类文化和教育现象的报道，“涉

美教育”通常也只是描述现象，无关政治，属于

软新闻。

软新闻和硬新闻代表了媒体观察中国的两种

视角，软新闻某种程度上代表一种内生视角，从中

国国内情况出发，关注中国社会中各种新现象和存

在的问题 ；而硬新闻则是一种外来视角，从对美国

和世界格局可能带来挑战或危机的角度，关注中国

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15

年整体情况而言，《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的四

个领域中，政治和社会领域与年报道量强相关，相

关系数分别为 0.79 和 0.55 ；经济和文化领域与年

报道量中等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32 和 0.43，

也就是软新闻和硬新闻在中国议程设置中有差不多

同等的驱动能力。由于 2012 年是 15 年报道中的

一个节点，若以此为界分 2001-2011 年、2012-

2015 年两段来检测各领域报道量与年总报道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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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情况，则可以发现软新闻和硬新闻存在互为消

长的关系。

在前 11 年里，社会领域与年报道量强相关，

相关系数为 0.86 ；其次是政治领域，相关系数为

0.67 ；再次是文化领域，相关系数为 0.61 ；经济

领域与年报道量则几乎不相关，相关系数为 0.07。

即前 11 年里，社会领域是主导性的报道领域，软

新闻是最主要的议程驱动力量。但是在后 4 年里，

经济领域与年报道量强相关，相关系数高达 0.97 ；

而政治、社会和文化这三个领域与年报道量则几乎

不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25、0.17 和 -0.07。

即后 4 年里，经济领域是主导性的报道领域，硬新

闻成为最主要的议程驱动力量。

结合历年各领域报道量、发稿地点和具体报

道内容情况可以发现，后 4 年里，社会领域报道

的内容构成上发生了重大转向，绝对报道量虽然

保持稳定，但是报道范围和报道深度有显著的收

缩。这从其事件性报道情况可见一斑，前 11 年里

社会领域报道了大量本地媒体传播度较低的中国

国内社会失序冲突事件，如 2011 年浙江电池厂铅

泄漏事故、2010 年广州汽车流水线工人罢工事件

等 ；但是后 4 年里仅报道了国内轰动一时的几个

重大事故，如 2015 年的外滩踩踏事件。这种转向

体现在发稿地点上则是“5 城”以外的国内其他发

稿地点比例显著降低 ；相应地，有关中美和中外

政治经济活动的报道量增加，带来“国外”发稿

地点的显著攀升。

综上所述，从元议题和子议题的关系来说，

政治和社会领域的重大“偶发事件”都能显著推高

中国议题的年报道量，但国内重大的戏剧性事件不

具有头版议程的预测性，同类型事件体现明显的议

程设置衰减效应；重大涉美事件和社会领域的社会

冲突事件具有头版议程的预测性。政治经济领域的

硬新闻和社会领域的软新闻共同维系着中国议程，

中国议程的内生视角和外来视角一直都存在，但有

此消彼长的关系，近年在年报道量攀升的情况下，

随着对硬新闻关注的增加，软新闻的报道力度相对

被削弱。

六、小结

根据以上分析，《纽约时报》头版中国议程的

建设机制体现在三个方面 ：

首先，媒体对中国国家地位重要性的判断带来

对中国议题持续稳定的关注，与中美外交无涉的社

会领域题材是维持稳定议程的重要内容板块，媒体

也通过重点议题设置维持其头版中国议程地位，议

程设置的重点在于时效性不强的社会和政治议题。

其次，媒体资源的地理配置塑造了中国议程

的整体结构，具体的记者资源配置则影响了中国议

程的具体设置。京沪穗港深等五大城市是头版中国

议程的重点关注对象，作为社会和政治议题决策中

心的北京尤其重要，以其为发稿地点的报道量超过

其余四个经济城市的总和，使社会政治议题成为中

国议程的核心，有关中国经济的各种议题居于次要

地位。记者自身的报道专长和知识经验在中国议程

的具体设置上有重要影响。

再次，重大偶发事件能显著推高年报道量，

重大涉美事件和社会领域的社会冲突事件具有头版

议程的预测性。政治经济领域的硬新闻和社会领域

的软新闻共同维系着中国议程，但是两者有此消彼

长的关系，近年随着外来视角的增强，相对内生视

角的报道明显削弱。

由于本文在研究时段和研究议题上的限定性，

上述结论是否可以推衍为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议程

建设的一般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一是需要扩展研

究时段，考察在更长时间段里媒体议程建设的规律，

二是需要扩展研究议题，考察媒体对更多国家的议

程建设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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